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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构建中国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需要关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微

观基础。首先本文提出了一个具有多级政府内生决策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其
核心是央地策略互动和地方政府竞争。其次本文通过引入中央底线思维和地方

目标考核,探讨自上而下的考核体系由单一目标转向多重目标的内在机制,以及

考核目标内生转换的区域间溢出效应。该分析框架能够刻画宏观政策的内生选

择和转换,以及政策在各层级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传导路径,揭示政府行为如

何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最后,本文应用该理论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保政

策转变和地方政府债务改革两个现实案例,并探讨了在该理论中引入显性约束、
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动态一般均衡设定等多种潜在拓展。本文从政府行为决策的

微观视角为理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了一个严谨的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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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构建具有中国特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一个核心要义是刻画政府行为及其对实体

经济的影响机制。与西方市场主导的治理模式不同,中国经济增长以政府为主导,体现为

“央地分权”与“地方竞争”的双重驱动(周黎安,2004;Jin
 

et
 

al.,
 

2005;
 

周飞舟,2012)。中

央政府自上而下制定目标考核体系、引导发展方向,地方政府基于上级政策目标和自身状

态,在纵向分权与横向竞争的约束下推动政策落地和经济发展。这一机制在创造“增长奇

迹”的同时也产生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债务风险等治理难题。近20年来,中央考核体系

从单一GDP目标向多重目标(兼顾环境、债务等)转变,进一步凸显了中央政策目标与地

方政府行为动态一致的内在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表明中央政府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尤为重

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键作用。为此,具有中国特征的宏观经济理论需充分关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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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体和政府行为的微观基础。本文旨在构建一个包含多级政府内生决策和政府间策略

互动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阐明多级政府行为、政策目标内生转换的微观机制和对宏观经

济影响的传导机制。
目前,国际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如DSGE模型)强调以市场为主体的微观基础,将

政府行为简化为固定政策规则(如泰勒规则)或拉姆齐最优政策(Ramsey
 

Optimal
 

Policy)。
然而,上述框架忽略了两个关键维度:(1)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具有自身的目标函数(与标

准的社会福利函数有差异)和约束条件,并形成多级政府间的策略互动;(2)政策目标本身

随经济状态变化会做出内生的动态调整。现有理论框架普遍存在的“政府缺位”问题,导
致其难以解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政策目标的内生转变。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

式下,各级政府决策不再是外生法则,而是作为实际经济运行的内生决策主体。因此,本
文重点对政府行为进行建模并分析其宏观效应。具体而言,各级政府作为决策者,与微观

行为主体类似,具有偏好和目标,并面临约束条件。政府决策时考虑其对于自身利益、风
险等的偏好,兼顾由上级政府设定的目标(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债务管理等)。同时,各
级政府面临预算、政策工具等各类约束,并进行理性决策。在晋升锦标赛机制下,地方政

府执行政策时会同时考虑中央的考核目标和其他同级地方政府的决策,以此决定自身的

最优策略。中央根据地方的最优反应函数制定和调整政策目标。上述多级政府间的博

弈,刻画了中国经济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中“央地互动”与“地方竞争”的核心特征。
本文的核心理论是一个具有中央政府和多个地方政府的多级政府结构。中央政府内

生设定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权重,例如GDP、环保目标、债务存量等,同时对地方政府的决

策行为具有底线约束。地方政府根据中央制定的考核目标结合本地区利益进行决策。在

中国地方官员考核体系下,中央侧重于比较不同地区关于考核目标的政绩排序,并以此决

定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否(周飞舟,2009)。因此对于中央制定的考核目标,地方政府之间进

行竞争,地方政府表现优于其他地区会获得正的收益,表现落后于其他地区则受到更大的

损失。为刻画上述特征,本文在地方政府决策问题中引入关于考核目标的前景理论,地方

政府决策受其他竞争者决策的影响,其与竞争者在考核目标上的差距直接影响地方政府

效用水平。地方政府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动机会产生针对考核目标的锦标赛机

制,具体表现为领先地区努力保持优势,落后地区则尽力追赶,损失厌恶动机能够解释中

国转型经济中地方过度竞争的现象。在单一目标的考核机制下,“你追我赶”式的竞争模

式使得地方政府会对中央考核目标过度投入。部分地区的过度投入引致的负面结果触及

中央底线,会导致中央弱化初始的单一目标并转向多重目标的考核体系。例如,GDP锦标

赛会使得地方经济出现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及轻视环境保护的问题。当某些地区环境污

染的程度逐渐显现,中央会弱化GDP目标,同时加强环保考核,产生本文所强调的单一目

标(只关注经济增长)向多重目标(兼顾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内生转换机制。该机制能

够产生经济增长和内生波动并存的均衡,该类均衡往往被现有DSGE文献所忽略。进一

步,某些地区的政府行为会通过改变中央考核机制间接影响其他地区的投入产出水平,产
生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并反过来影响中央考核目标设定,形成“政策目标→地方反应→宏

观均衡→目标调整”的反馈机制。
在理论应用部分,本文运用该框架理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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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的关系问题,讨论中央考核体系的内生转换及其对宏观经济、污染水平和债务规模

的影响。以GDP为单一目标的中央考核体系,使得各地区集中资源发展经济,导致环境

污染、债务激增等问题的积累。一旦个别地区环境问题或者债务问题触及中央底线约束,
中央考核体系会从单一目标转向多重目标,提高对环境保护、债务管理等指标的考核权

重。这使得环境污染、债务风险等问题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但同时会对其他表现良好地区

(未触及中央底线约束)的产出水平产生负向的溢出效应。
在模型拓展部分,本文首先刻画了显性指标约束和目标考核体系两种制度安排之间

的交互作用,并分析了潜在的政策溢出效应。显性指标约束与考核体系存在互补性,针对

环境、债务等指标的显性约束越紧,中央针对该指标需要设定的考核权重越低,中央考核

体系由单目标向多目标的内生转换更不容易被触发,但考核体系转换所造成的负向溢出

效应也更强。其次,本文进一步引入经济不确定性,讨论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时的央地

互动及其宏观影响。中央政府存在底线思维时,不确定性的上升会触发中央对地方的考

核从单一目标向多重目标的内生转换。最后,本文在多级政府的静态博弈模型中引入动

态一般均衡的模型设定,刻画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动态环境下的策略互动及其对经济均

衡的交互影响。这一扩展能够用于研究中央政府在多目标权衡和底线思维下考核目标的

演进路径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为理解政府行为的宏观经济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

的微观基础。
综上,本文的分析框架具有较为丰富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理论方面,本文突破了

标准宏观理论中的“外生政府目标”假设,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目标设定和行为决策等策

略互动纳入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为分析多级政府治理体系下的经济增长和波动提供了新

的视角。机制方面,本文框架能够揭示考核目标从单一向多重转变的内生逻辑:地方竞争

产生的过度投入行为触发中央底线约束,使得中央调整目标权重,为研究政府政策动态调

整提供了新的机制。政策方面,本文同时刻画了异质性地方政府和市场微观主体以及区

域间溢出效应,有助于理解区域差异等结构性问题,也为中央设计多目标考核、地方政府

行为约束等多种治理工具协调提供理论基础。本文运用严谨的分析方法,解构中国经济

治理独特范式,为具有中国特征的宏观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尝试。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1节主要评述与政府行为相关的经典文献,总结现阶段

政府行为宏观理论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以及本文在文献中的边际贡献。第2节主要

构建一个包含中央政府和异质性地方政府的理论框架。第3节进一步应用上述理论,对
中国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第4节提出了本文理论的三个扩展方向。第5节对全文进行

总结。

1 相关文献

相比于传统经济模型中政府的外生角色,近年来文献开始注重于刻画内生的政府行

为,尤其是在中国特有的政府治理结构下讨论多级政府决策行为。
中国现阶段治理结构呈现中央—地方分权特征。具体而言,中央政府管理地方官员

的任命与晋升等人事调动,而地方政府具有辖区内经济改革、提供公共服务、法律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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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执行等方面广泛的自主权(周黎安,2004;Li
 

and
 

Zhou,
 

2005)。在央地分权结构下,
当下级政府受困于低效率的发展项目时,上级政府对其负有潜在的救助责任,使得下级政

府具有“软预算约束”,影响政府行为决策。Qian
 

and
 

Roland(1998)构建了包含“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企业(国有和非国有)”的三层结构模型,探讨了不同的政府治理结构下软

预算约束的动态承诺问题。该文发现,在允许要素流动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

会增加中央政府救助的经济成本,降低政府救助动机,导致地方政府及企业面临更紧的预

算约束,同时可能出现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现象。Xu(2011)详细讨论了中国政治集中化

与经济分权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

势,会尝试实施新的改革政策和发展非国有经济,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财政分权程度

提高和地方政府自主权增强,能够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企业迅速发展、国有企业

争相改革的现象(Jin
 

et
 

al.,
 

2005)。但与此同时,该治理结构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对居民

基本偏好的不响应以及寻租等。因此,中央的财政分权决策过程是涉及地方经济增长、中央

宏观调控能力、区域间平衡发展的多目标权衡的过程(吕冰洋和胡深,2024)。
中国特有的“中央—地方”分权模式催生了地方政府锦标赛体制(周飞舟,2009)。中

央政府在经济治理层面向地方政府放权,并通过晋升机制激励地方政府在关键经济指标

上开展竞赛(周黎安,2007)。中央内生设定的考核目标是地方锦标赛的风向标,通过多级

政府和地方竞争放大经济增速(Li
 

et
 

al.,
 

2019)。地方竞争能够提升区域间公共投资的正

向溢出效应(周慧珺等,2024),但同时又会放大宏观经济波动(朱军和许志伟,2018)。相

关实证文献从地方官员任期(张军、高远,2007)、任期内辖区经济表现(Li
 

and
 

Zhou,
 

2005)等角度为官员晋升激励的宏观经济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需要指出的是,多级政府

和晋升锦标赛的治理模式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可能引发地方短期主义行为(Song
 

and
 

Xiong,2024),例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等问题(周黎安,2004,2007)。在特定时期,地
方政府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结构呈现“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特征

(傅勇和张晏,2007)。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积累问题逐渐显现,该问题与地方政府行为

紧密相关(Bai
 

et
 

al.,
 

2016;Chen
 

et
 

al.,
 

2020),区域竞争对于地方政府债务攀升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Qu
 

et
 

al.,
 

2023)。另外,地方政府土地政策的非合作博弈可能扭曲土地资

源跨部门配置,降低社会福利水平(Lu
 

et
 

al.,
 

2024)。总结而言,上述研究强调了以经济

为单一目标的考核体系下,区域竞争引致的高速增长会伴随其他问题,如环境污染、地方

政府债务风险。
为此,中央设置的考核机制逐步转向多维晋升激励,以引导地方政府关注除GDP增

长的其他问题。例如,将环境绩效纳入官员考核可以促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余永泽等,

2020),将民生治理纳入绩效考核矫正了地方公共物品的投资支出(赵永辉和罗宁,2022)。
但是,多维晋升激励可能会抑制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贾俊雪等,2017)。除此之

外,Cao
 

et
 

al.(2023)讨论了混合激励合同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决策,考查硬性指标约束和经

济目标对地方行为的协同影响。该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即使地方政府无法完成环保相关的

硬性要求,仍然会为环保要求持续发力,一旦地方政府达到环保要求,其将会转向经济目标。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将中央—地方治理结构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薛

涧坡等(2020)提出了一般化的具有“偏好偏离性”和“政策溢出性”特征的政府行为宏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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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理论,通过多种治理结构的理论分析,强调了政府政策与微观主体偏好保持一致的重要

性。已有文献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理论建模开始考虑到其兼顾多目标混合激励的特征。

Sockin
 

and
 

Xiong(2024)刻画了在兼顾绩效评估与居民福利双重目标下政府干预对于私

人企业获取信息激励的挤出效应,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政策的强烈反应可能

会使企业的注意力完全转向政府政策,而非经济基本面信息,这降低了经济效率。Cao
 

et
 

al.(2023)
 

和张军等(2020)均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重激励下探讨地方政府行为对

于宏观经济的影响。部分文献进一步将地方政府与市场微观主体的决策关系引入理论分

析框架。Lu
 

et
 

al.(2024)构建了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定量估计了中国地方政府在土地分配

上对制造业企业的偏好加剧了要素在区域和部门间的错配。
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多级政府内生决策框架,将中央政府的政策动态调

整、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互动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本文理论能够

刻画中央考核目标体系的内生选择,分析央地互动和地方竞争如何影响中央考核指标的内

生变化和宏观经济运行,为中国转型经济下宏观政策设计和评估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2 多级政府的均衡理论

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具有多元性(贾俊雪等,2017;Cao
 

et
 

al.,
 

2023)和动态性的特

征。在中国特色的官员治理结构中,中央政策目标往往在官员考核体系中有所体现。现

阶段中央对地方官员考核的主要特征为多维晋升激励,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债务管理

以及民生治理。此外,中央政府会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发展需要,对政策目标进行动态调

整。近年来,中央逐渐转变以往以GDP为单一目标的考核体系,例如将环境绩效纳入官

员考核以促进地方产业升级转型(余永泽等,2020),将民生治理纳入绩效考核以校正地方

公共物品的投资支出(赵永辉和罗宁,2022)。基于此,本文理论框架提供了中央政策多目

标内生转换的微观机制。

2.1 多级政府决策

本节将构建一个包含中央政府和异质性地方政府的理论框架,重点讨论中央与地方、

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策略互动,以及央地策略互动对中央目标(如官员考核指标)内生选择

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中央政府设定对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地方政府基于中央设定的

目标和约束进行最优决策。央地之间的策略互动体现为:地方对于中央的考核目标产生

最优反应,中央基于地方的最优反应函数设定考核目标。地方与地方的策略互动体现为

针对考核目标的区域间锦标赛。上述策略互动的分析使得本文理论能够理解央地互动如

何影响中央政策目标的内生选择。
本文首先刻画地方政府行为。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本地财政收入享有一定自

主权,并获得直接经济收益。在中央设置的统一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间存在锦标赛机

制,在竞争中领先能够增加该地方政府官员的效用(如提高晋升机会)。同时,如果中央增

加对特定考核目标的重视程度,地方政府在该目标竞争中领先的边际效用就越高。因此,
在本文理论中,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包含两个重要项:地方政府的直接经济收益和在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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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竞争中领先带来的收益(或落后导致的损失)。中央设置的考核目标权重会直接影响

锦标赛带来的收益或损失水平。
为获得解析解,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地区(对应两个地方政府),并用下标i∈{H,L}

表示。每个地方经济具有一个代表性企业,其生产函数为yi=(aigi)α。其中ai>0,代表

地区i的基本面条件。假设H地区较L地区具有更好的基本面,即aH>aL。ai可以理解

为地区层面的生产率(也可以理解为需求),其值越高代表该地区基本面越好。gi 代表地

区i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水平,是地方政府的决策变量,该投入水平会产生潜在的负面效应。
现实中,gi可以代表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水平(与生产投入正相关)、公共投资所对应的地方

政府债务(与政府投资正相关)等。给定其他因素不变,污染排放或政府借贷越多,地区的

产出就越大。与此同时,污染和政府债务会产生潜在的负面效应:严重的污染会导致社会

福利下降,政府债务越高会潜在威胁金融系统稳定。在地区层面的生产函数中引入内生

的企业劳动和资本决策并不本质改变结果。
假设地方政府风险中性。地方政府i通过向企业征税获得直接经济收益ci=τyi-

rgi,r代表地方政府投入的单位成本,τ为地方政府税率(反映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联程度)。
除了直接收益之外,地方政府在目标函数中还考虑自身在晋升锦标赛中获得的效用。

为刻画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中的竞争行为,本文引入一个关于地方政府目标的前景理

论(Prospect
 

Theory)。中国特色的官员晋升机制本质上构成了一种“相对绩效锦标赛”,
中央在考核地方官员时侧重于比较不同地区关于地方政府目标的政绩排序(周飞舟,

2009)。这导致地方政府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仅关注本地表现,同时也关注自身与竞争者

的差异。以产出为例,当某地区产出水平领先于其他地区时,地方政府获得正效用;当某

地区处于落后地位时,地方政府获得负效用,且会表现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特

征,即落后地区对产出水平差异的敏感程度更高。这导致地方官员一旦在晋升锦标赛中

落后,会选择采取激进行为(例如过度投入)以追赶竞争者。而前景理论中基于与竞争者

相对差异的非对称偏好,能够刻画官员晋升锦标赛中地方政府过度竞争的现象。举例而

言,假设yi 表示地区经济产出,下标-i表示地方政府i的竞争者。地方政府i关于产出

竞争的效用函数􀱆(·)由下式给出

􀱆(yi -y-i)=
κ+

y(yi -y-i), yi -y-i ≥0

κ-
y(yi -y-i), yi -y-i <0 (1)

其中,系数满足0<κ+
y <κ-

y 且􀱆'(·)>0。上述效用函数表明,地方政府不仅关注本地区

的产出水平,也关注自身与其他地区的产出差异。如果本地区产出领先于其他地区,则本

地区政府的效用会增加,反之将面临效用损失。同时,κ+
y <κ-

y 刻画了地方政府具有损失

厌恶(Loss
 

Aversion)动机。本地产出水平落后一单位带来的效用损失为κ-
y ,产出水平领

先一单位带来的效用增益为κ+
y ,且效用损失κ-

y 大于效用增益κ+
y 。上述设定意味着,较

之领先其他地区带来的收益,落后于其他地区对本地政府所造成的损失(或惩罚)在定量

上更大。因此,地方政府有更强的动机避免落后于其他地区。上述基于前景理论的损失

厌恶动机的引入,能够刻画地方政府对特定目标的锦标赛行为。以产出为例,当地方政府

存在损失厌恶动机时,落后地区会通过更为激进的投入策略来刺激当地产出以追赶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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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从而缩小两地产出差距。例如,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朱军和许志伟,2018)或发行地

方政府债务(Qu
 

et
 

al.,
 

2023)等方式来促进当地经济。
除了产出竞争之外,地方政府还会根据中央的考核指标设定,在其他维度产生竞争。

例如,投入水平gi 对应于现实中的污染排放或者地方政府债务。如果中央对地方的污染

水平(或债务存量)进行考核,那么地方政府会针对污染控制水平(或债务存量水平)进行

区域间竞争。具体而言,当污染排放水平或债务水平相比其他地区过高时(gi-g-i>0),
该地方政府在污染控制和政府债务管理方面的表现较其他地区差,因此较不容易晋升(或
更容易被问责),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效用下降。因此,本文框架可以进一步引入地方政府

投入水平的负向竞争。地方政府在投入方面的效用函数为w(gi-g-i)①。引入针对特定

目标的损失厌恶动机,能够刻画地方政府在多目标考核体系下的竞争锦标赛行为。
中央政府对特定目标考核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地方政府产出目标和投入目标竞争带

来的效用。例如,中央提高对产出目标的重视程度,则地方政府在产出竞争中领先能够带

来更高的效用。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分别对地方经济的产出yi 和投入gi 设置政策目标

权重λ和ω。针对产出yi 的目标对应于现实中的GDP目标;针对投入gi 的目标可对应

于现实中的污染水平或债务存量等目标。政策目标权重λ 和ω 的大小反映了中央政府对

两类目标的重视程度,刻画了中央政府针对地方政府设定的多重目标:一方面激励地方政

府提升经济发展水平yi,另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控制投入gi(如地区污染或地方政府债

务)的水平,以免其值过高带来负面影响。
综上,在设定地方政府效用函数时,本文考虑直接经济效益、地方竞争和中央考核权

重对其效用水平的影响。地方政府i具体的效用函数ui 具有如下形式:

ui =ci +λ􀱆(yi -y-i)+ωw(gi -g-i) (2)

其中,ci 是地方政府直接经济收益;􀱆(yi-y-i)是地方政府在产出竞争中获得的效用;

w(gi-g-i)是地方政府在投入(负向)竞争中获得的效用;下标-i表示与地方政府i相对

的另一个地方政府;λ 和ω 分别表示地方政府面临的产出目标和投入(非产出)目标的权

重,其大小由中央政府内生设定,地方政府将其作为给定参数,二者取值范围为[0,+∞]。

λ>0且ω=0表示中央政府只关注地方政府的产出水平;λ=0且ω>0则表示中央政府只

关注地方政府的投入水平。在该设定下,产出目标的权重λ越大,则本地投入gi 越高;投
入目标的权重ω 越高,则本地投入gi 越低。同时,本地最优投入gi 与其基本面条件ai

正相关,基本面条件越好则投入水平越高。综上,给定中央目标考核权重λ和ω,地方政府

的最优投入函数为gi(λ,ω),且满足
∂gi(λ,ω)
∂λ >0,

∂gi(λ,ω)
∂ω <0,具体证明参见许志伟等

① 与产出竞争类似,函数w(·)的具体形式为

w(gi-g-i)=
-κ+

g(gi-g-i), gi-g-i≥0

-κ-
g(gi-g-i), gi-g-i<0 

其中,0<κ-
g <κ

+
g 且w'(·)<0。具体地,当gi-g-i<0时,地方政府i获得正效用,反之则为负效用。假设地方政府

存在损失厌恶动机,即κ+
g >κ

-
g ,投入水平领先一单位带来的边际损失为κ+

g ,落后一单位带来的边际增益κ-
g ,效用损

失κ+
g 大于效用增益κ-

g 。因此,在针对投入水平的锦标赛下,地方政府会避免本地区的投入超过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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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的研究。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刻画中央政府的决策行为。中央政府为各个地方政府设定统一

的考核标准,其中产出目标和投入目标的考核权重分别用λ 和ω 表示。中央政府在设定

目标、评估地方政府表现时产生额外成本(如制度设计、具体执行等成本)。为了简化分

析,假设中央面临线性的成本函数γx(x)=γxx,其中γx>0,x={λ,ω}。中央政府向各地

区征税,税率为􀭴τ,该参数刻画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即中央占总税收份额越大,􀭴τ
的值就越大。该参数代表中央 地方分权结构下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

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为

max
{λ,ω} ∑i={L,H}

􀭴τaα
igi(λ,ω)α -γλλ-γωω (3)

给定较小的边际成本γλ,产出权重增加能给中央政府带来正的边际效用,因为产出权重越

高,地方政府投入越多,中央政府能获得的税收收益也越多。因此,中央政府有激励设定

正的产出权重,即λ>0。此外,中央目标函数关于投入目标ω 严格递减,即中央设置的投

入目标考核权重ω 越高,地方政府投入就越低,产出也越低。因此,在只关心总产出时,中
央政府并没有动机对每个地区的投入指标gi 进行监管,此时ω=0。

为讨论中央政府多目标设定的内生决策,本文在中央政府决策问题中引入底线约束,
即对两个地区的投入水平均设定上限gmax,具体形式如下

max
i∈{L,H}

{gi(λ,ω)}≤gmax (4)

上述约束体现了中央政府的底线思维。例如,gi 代表污染水平,上述约束刻画了中央对各

地区污染程度存在容忍上限。给定污染投入的上限约束,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设定合理的

考核权重(λ,ω)影响地方政府决策,使得每个地区的污染水平都不超过gmax。
需要强调的是,约束条件(4)是中央政府决策时面临的约束,而非地方政府决策时实

际面临的约束。该约束与中央在地方政府的最优化问题中直接设定投入上限约束有本质

区别。首先,该约束体现了中央政府的全局思想,即任何地方政府的投入水平不能超过中

央的容忍上限,这使得某些地区的过度投入会促使中央政府内生地转变对地方政府的考

核目标;其次,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成本等摩擦,地方政府在进行决策时可能并未严格

遵守中央政府施加的约束,从而造成“软约束”问题。因此,通过统一的目标考核体系引导

地方政府进行政策选择,往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

2.2 央地策略互动均衡及其内生转换

上述模型设定可以得到两种均衡,分别为单一目标的无约束均衡和多重目标的约束

均衡。下面分别对这两种均衡进行讨论。
(1)

 

单一目标的无约束均衡。两地区投入水平gi 都小于中央底线约束的上限gmax,
中央政府增加投入目标考核权重的边际效用为负,因此将投入目标权重ω 设为0。此时中

央政府采用以产出水平为目标的单一考核体系。当存在央地互动和地方政府竞争时,中
央政府设定更大的产出目标权重会促使各个地方政府均增加生产投入,提高总产出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决策为区域冲击(地区基本面水平ai 的冲击)的
宏观效应提供了新的传导机制。具体而言,中央政府的内生目标设定会形成地区间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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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即一个地区的特定冲击会通过影响中央政府的最优目标设定而间接影响其他地区

的政府决策。以中央在环保(对应于投入决策gi)和经济发展(对应于产出决策yi)之间

的权衡为例,假设两地区污染水平均未触及中央红线,基本面较好的地区受到正向冲击

后,会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决策互动影响另一个地方政府的产出水平。具体表现为中央在

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中会加强对GDP目标的重视,从而放大产出的区域竞争,使得基本面

较差的地区也增加生产投入。因此,当地方政府投入决策没有触及中央红线时,H地区的

正向冲击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导致L地区的产出水平增加。
单一目标的无约束均衡可以用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间的经济增长奇迹。

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国政府的官员治理特征对应于“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官员晋升锦标

赛”。该治理结构具有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双重策略互动的特征。部分地区经济

增速的提升会促使中央政府有动机设置更高的GDP目标权重,反过来放大地方政府间的

GDP竞争,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上述分析的具体证明参见许志伟等(2022)的研究。
(2)

 

多重目标的约束均衡。当中央降低对地方投入决策的容忍上限时,会触发中央考

核机制由单目标(无约束均衡)向多目标(约束均衡)的内生转换。在约束均衡中,H地区

的投入水平被底线约束(4)限制,即H地区的投入水平达到

gH(λ,ω)=gmax (5)
在底线约束下,产出目标权重λ变大时,中央政府需要设定更大的投入目标权重ω,以保证

H地区不越中央底线。当 H地区投入gH 的边际回报超过其边际成本时,地方政府 H总

是有动机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生产的。在此情形下,为防止 H地区的投入水平超过中央政

府的容忍上限gmax,中央会设定一个正的投入目标权重(ω>0)对 H地区的投入行为进行

限制。L地区投入水平低于中央红线,因此不受中央底线约束限制。在约束均衡下,中央

增加产出权重仅对L地区的产出水平有正向影响,而不影响H地区的产出水平(因为该地

区已触及中央底线约束)。因此,中央设定更高产出目标权重λ的边际收益较低。与此同

时,在多目标约束均衡下,中央的底线约束使得提高产出权重的边际成本较无约束均衡更

高。更高的边际成本和更低的边际收益导致中央在多目标约束均衡中设置更低的产出目

标权重和更高的投入目标权重。简言之,相较于无约束均衡,在约束均衡下中央会弱化对

产出目标的考核,加强对投入目标的考核。上述分析的具体证明参见许志伟等(2022)的
研究。

多目标下的约束均衡可以用来刻画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多重目标的考核体系。
例如,2016年印发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在官员考核体系中提出环保目标,
并且环境考核权重首次超过GDP考核权重。官员考核体系的转变能够激励地方政府更

加注重环境表现,有效降低各地区污染水平。但是由于中央降低了对经济增长的考核权

重,在地方竞争机制下,地方政府弱化了GDP增长动机,间接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张军等,

2020)。因此,中央设定考核体系时,需要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进行权衡。

3 考核体系的内生转换:两个实例

本文框架不仅可以用于讨论不同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行为决策,同时可以用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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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考核体系转换的内在机制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当中央的底线约束收紧时,其考

核体系将从单一产出目标的无约束均衡内生转换到兼顾产出和投入两个目标的约束均

衡,最优投入目标权重ω 可能呈现出从零到正的非连续跳跃,从而给地方产出带来负向溢

出效应。具体而言,即便有些地区并没有触及中央红线,中央政府政策目标的转换也会导

致这些地区产出水平出现非连续的下降,并通过地区间的竞争机制放大这一负向影响。
在本文理论中,各地区的政府决策都会直接影响中央底线约束的束紧性,从而对均衡

的性质产生影响。给定中央对于地区投入水平的容忍上限,若各地区最优投入均低于中

央容忍上限,总体经济进入无约束均衡。当个别地区最优投入超过中央容忍上限时,总体

经济进入约束均衡。可以证明,H地区的基本面aH 直接影响该地区政府的最优投入决策

gH。当基本面aH 变得更强时,中央政府的底线约束gH(λ,ω)≤gmax 更容易束紧,从而触

发中央考核机制从单目标向多目标的内生转换。本文理论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经济运行的

实际情况。接下来,我们以环境保护和债务管理为例,运用该理论进行分析和阐释。

3.1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描述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

期,环境污染不断加剧,达到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后,环境质量将会得到改善,从而形成经济

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倒U型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提拔标准以地方

经济绩效为主,形成了一种强激励制度。在横向竞争中,地方政府的最优决策是集中力量

发展经济以实现GDP增速目标,这导致环境治理问题的凸显。这一阶段对应库兹涅茨曲

线的前半部分,即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伴随着环境问题的积累。然而,库兹涅茨曲线未能完

全揭示中国发展前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正向关系的内在机制。本文理论能够刻画单一

目标的无约束均衡,从而解释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环境污染问题的内在原因。
我们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境代入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中央政府对经济

产出和环境污染两个指标设定考核权重λ和ω,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由公式(3)给出。假

设环境污染ei 与地方政府投入水平gi 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即ei=ηgi,η>0。因此,环境

污染考核权重与上文投入考核权重等价。假设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污染水平存在容忍上限

emax。由于地方污染水平ei 和地方投入gi 具有线性关系,中央政府对各地区污染水平的

底线约束为

max
i∈{L,H}

{gi(λ,ω)}≤gmax (6)

其中,gmax=
emax

η
。给定污染投入的约束上限,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设定合理的考核权重(λ,ω)

使得每个地区的污染水平都不超过红线gmax。
地方政府i选择产出yi 和排污水平ei 来最大化自身效用ui:

ui =ci +λ􀱆(yi -y-i)+ωw(ei -e-i) (7)
其中,yi 和y-i 分别是本地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产出。ei 和e-i 分别是本地污染和其他

地区污染。ci 为本地政府的直接经济效益,由式(1)给出。产出yi 满足yi=(aigi)α,ai

为地区i的基本面条件,gi 为地区i的投入水平。污染和投入满足关系式ei=ηgi。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各地区环境污染问题并不明显,不会触及中央底线。中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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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地设定以GDP增速为单一目标的考核体系。地方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只关注地区经济

产出。此时中央考核权重满足λuc>0,ωuc=0。在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区域

竞争,竞争机制进一步放大各地区的经济产出。
但是,以GDP增速为单一目标使得地方政府因为发展经济而过度投入,导致环境污染问

题加剧。当存在某个地区i的环境污染触及中央容忍上限emax,即gi(λ,ω)=gmax 时,整体

经济进入约束均衡。将约束均衡下的中央考核权重记为{λc,ωc},则有λc<λuc,ωc>ωuc。
此时,中央的最优决策是转换官员考核体系,弱化对经济增长的考核,强化对环境问题的

考核。例如,在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2009年湖南浏阳镉污染等事件后,为应对各类

环境污染问题,中央逐渐转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将环境保护纳入考核指标。在2016
年设置的新一轮考核体系中,GDP增长质量权重不及资源利用、环境质量权重的一半,占
全部考核权重的不到10%,官员考核体系中环境权重首次超过GDP权重①。地方辖区内

的污染事件频发,致使中央对地方的考核由单一产出目标内生地转为兼顾产出和环境的

多重目标。地方政府根据考核体系转变调整自身行为,将更多资源投入地方环境治理。
环境考核目标通过地方竞争强化地方政府环保行为,激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兼顾经济增长

和环境保护问题。
然而,对经济指标的弱化和对环境指标的强化可能会导致部分地区经济增长出现非

连续性下滑。这些地区的环境问题并未严重到触及中央红线,但由于中央对各地区设置

统一的考核指标,当中央考核体系由单目标转向多目标时,便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带

来负向的溢出效应。

3.2 地方债务和经济发展

与环境问题类似,以增长绩效为单一目标的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债务增加有正的影

响(贾俊雪等,2017)。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迅速膨胀,随
后中央将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纳入考核体系,以控制地方债务规模。这一现象同样可以用

本文理论进行解释。
接下来,我们将地方债务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境代入前文构建的理论中。中央政府

对经济产出和债务水平两个指标设定考核权重λ 和ω,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由公式(3)给
出。地方政府公共投资Gi 的资金来源包括期初财政盈余B0 和外生利率为R 的公共债

务Di。地方政府面临的资金流约束满足Gi=Bi0+Di。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债务水平

存在一个容忍上限􀭰θBi0,即

Di ≤􀭰θBi0 (8)

  地方政府决定公共资本投资Gi。为分析方便起见,我们假设公共资本完全折旧,即

Gi 为公共资本的总存量,我们只考虑期内债务,即地方政府在期初借款,在期末还债。不

失一般性,假设不同地区财政盈余和产出的禀赋或初始状态相同,即i∈{l,h}时Bi0=
B0,Yi0=Y0。

①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中央组织部制定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核的依据。



12   经
 

济
 

学
 

报 第12卷

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可以写为

Ci +B0=τ(aiGi)α -RDi (9)
其中,Ci 为政府消费,τ为地方政府税率,RDi 为债务利息支出(利率为R)。给定资金流

约束和预算约束,地方政府选择政府消费Ci、债务规模Di 和公共投资Gi 来最大化自身

效用ui,地方政府效用ui 由式(10)给出:

ui =Ci +λ􀱆(yi -y-i)+ωw(di -d-i) (10)

其中,yi=
Yi-Yi0

Yi0
为地方经济增速,di=

Di

B0
代表地方政府的债务和期初财政盈余的比例。

在上述设定下,当各地区政府债务水平Di 没有超过中央容忍上限􀭰θB0 时,中央最优地采

取单一产出目标考核。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竞争中

领先,倾向于选择“资源密集型”的投资项目以突出政绩(周雪光,2005)。然而,有限的预

算资金难以满足地方政府庞大的投资需求,而增加税费或强行摊派则可能损害政府声誉。
因此,地方政府通常会以借债作为主要筹资方式。在该均衡下形成了一种负债驱动型增

长模式,并且中央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考核权重越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增长速度越

快,虽然这带来了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将会导致债务风险不断积累。在负债驱动型

增长模式下,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地方债务持续扩张。1997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

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年增长。1998年和2009年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8.20%和

61.92%①。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使得部分地区偿债困难、债务风险较大。
金融危机后,为支持大规模的财政扩张计划,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高速增长,个别地区出

现较大债务问题,使得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底线约束束紧,即存在地区i使得Di=
􀭰θB0。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在此情况下,中央最优决策是转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由单

一的产出目标考核转换为兼顾增长和债务风险的多重目标考核。2016年11月14日,国
务院发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以下简称《预案》)。《预案》提出,发生Ⅳ
级以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②,应当适时启动债务风险责任追究机制。省级政府应当

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处置纳入政绩考核范围③,该举措能够激励地方政府在扩张经济的

同时兼顾债务管理。
与环境考核类似,在中央统一考核体系中纳入地方债务考核,可能对部分债务水平较

低的地区造成负向溢出效应。具体而言,在考核体系中强化债务目标权重,能够通过晋升

激励和竞争机制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但是可能会限制部分地方政府对债务工具

的运用,制约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得GDP无法达到潜在的资源最优配置水平。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2011年第35号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Ⅳ级(一般)债务风险事件,是指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事件:
(1)

 

单个市县政府本级偿还政府债务本息实质性违约,或因兑付政府债务本息导致无法保障必要的基本民生支出

和政府有效运转支出;
(2)

 

单个市县政府本级无法履行或有债务的法定代偿责任或必要救助责任,或因履行上述责任导致无法保障必要

的基本民生支出和政府有效运转支出;
(3)

 

因到期政府债务违约,或者因政府无法履行或有债务的法定代偿责任或必要救助责任,造成群体性事件;
(4)

 

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需要认定为Ⅳ级债务风险事件的其他情形。
属于在本届任期内举借债务形成风险事件的,在终止应急措施之前,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不得重用或提拔;属于

已经离任的政府领导责任的,应当依纪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1期 许志伟 张哲玮 俞锦祥:
 

政府行为的经济效应:一个多级政府的宏观分析框架 13   

4 理论拓展

4.1 地方政府行为的显性约束

  在上述基准模型里,中央在其决策时面临着底线约束,即需要对地方投入水平设定一

个上限。给定底线约束,中央通过设定目标考核机制来限制地方政府行为。当一个地区

的投入水平超过该上限时,中央由单目标考核转向多目标考核。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
如果中央对地方政府直接设定目标考核的显性约束,并体现在地方政府最优化问题中,是
否还会存在内生的考核制度转换?

对此,可以将基准模型拓展,同时引入两种中央政策机制:一种是中央对地方的目标

考核机制,另一种是中央对地方的显性约束机制。后者为直接对地方政府设定行为约束,
这与中央底线约束的不同在于,地方政府在决策时会内生考虑该约束的影响。例如,官员

考核机制同时注重经济目标和环保目标,此外对每个地区的污染设定一个显性约束(如空

气质量优良的天数)。当地方投入水平超过中央设定的显性约束时,地方将会面临更严厉

惩罚,因此地方政府存在预防性动机,降低其投入规模以减少负面问题(如环境污染、债务

风险等)的积累。由此可知,当目标考核机制和显性约束机制并存时,中央考核体系由单

目标向多目标的内生转换更不容易被触发。
在上述设定中,除了中央目标考核之外,中央也直接对地方政府投入行为gi 设定显

性约束。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效用函数(2)存在额外项c(gi-gmax),其满足

c(gi -gmax)= -φ+ (gi -gmax), gi >gmax-φ- (gi -gmax),gi ≤gmax (11)

其中,φ+>φ-≥0。上述约束刻画了地方政府面临的投入行为约束。地方政府过度投入,
即投入超过一定上限(gi-gmax>0)时,其会受到更强的惩罚,表现为负效用;当地方政府

的投入并未超过上限gmax 时,地方政府会获得一定的正效用。当φ+→+∞,φ-=0时,上
述设定等价于地方政府的最优决策受到硬性约束gi≤gmax。该情形下,中央政府将没有

动机实行多目标考核体系,因为中央总是可以通过施加硬性约束的形式限制地方政府的

行为。当系数满足φ+>φ->0时,投入水平高的地区会降低投入gi 以减少因超过上限

而受到的中央政府惩罚;与此同时,投入水平较低的地区尽管其投入并未超过上限,但

c(gi-gmax)的存在使得该地方政府仍有动机控制投入水平。因此,对于没有达到上限的

地区,上述设定能够刻画该地区政府防止约束变紧的预防性动机。上述分析的具体证明

参见许志伟等(2022)的研究。
地方行为的显性约束机制与目标考核机制存在互补性。以环境考核为例,中央对地

方政府环境污染施加显性约束,且约束越紧(φ-越大),产出考核的边际收益越小,则中央

最优的产出考核权重越低、环境考核权重越高。更紧的地方政府行为约束会导致目标考

核体系更不容易从单一目标向多重目标内生转换,但是一旦触发多目标转换,对那些尚未

触及中央显性约束的地区产出水平的负向溢出效应也越大。

4.2 不确定性下的政府行为

本文基准模型并未考虑不确定性,即每个地区的基本面ai 是确定的。引入基本面的

不确定性,可以讨论经济不确定性下的政府策略互动均衡。不失一般性,假设H地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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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面aH 具有不确定性,服从二元分布:以p 的概率实现aH1=aH+Δ,1-p 的概率实现

aH2=aH-Δ。中央政府无法直接观察到 H地区基本面的实现值,但知道 H地区基本面

的分布情况。L地区的基本面为aL,不存在不确定性。中央政府事前最大化期望效用,并
假设中央政府能够承诺事后一定执行事前制定的目标考核机制。为分析方便,本文考虑

aH-Δ>aL,即Δ<aH-aL 的情况。中央政府的决策问题具体如下

max
{λ,ω}

pV(aH1
,aL)+(1-p)V(aH2

,aL) (12)

其中,V(aHj
,aL)= ∑

i={L,Hj}
􀭴τaα

igi(λ,ω)α-γλλ-γωω,j∈{1,2},是H地区不同基本面实现

值下的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
对于底线约束的刻画,本文考虑一种保守的情况,即中央政府要求在各个状态下,地

方政府的投入水平都不能超过其容忍上限gmax。此时,中央政府的约束条件可以表示为

gi(λ,ω)≤gmax, i∈ {L,H1,H2}

  基于上述模型设定,一方面,在单目标的无约束均衡中,当 H地区基本面条件的不确

定性升高时,由于对底线约束具有保守性,中央政府会设置更低的最优产出考核权重,这
使得整个经济更不容易进入多目标的约束均衡。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上升会以正的概率

触发目标考核机制由单一目标转向多重目标,引致中央政府开始对投入水平进行考核,使
得L地区的投入和产出水平出现非连续性下降。

4.3 政府内生决策的动态一般均衡扩展

本节在上述多级政府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政府内生决策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的研究思路。为便于分析,我们用粗体表示由相关变量的时间序列构成的向量。在动态

一般均衡的设定下,政府部门关心的经济变量(包括总产出yi 和经济发展的负面附带效应

di,如环境污染或债务水平等)是政策变量序列gi 和经济基本面(外生变量)序列ai 的严格

递增函数,其投影关系可以用Ei 表示,即(yi,di)=Ei(gi;ai)。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微观

个体的跨期决策,第t期的总产出yit 或附带效应dit 可能取决于当期及未来所有时期的

政府政策和基本面情况。进一步,通过函数ui(·)可以将地区的经济变量映射为地方政

府的效用水平。与(2)式类似,ui(·)反映了地方政府的直接经济收益以及在针对中央考

核目标的竞争中领先带来的收益。于是,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可以表达成

maxE0∑
∞

t=0
ρt{cit +λt􀱆(yit -y-it)+ωtw(dit -d-it)} (13)

其中,参数ρ∈(0,1)为贴现因子,其大小反映了地方政府对未来收益的关注程度;cit 为第

t期地方政府直接经济收益;􀱆(yit-y-it)和w(dit-d-it)分别表示地方政府在产出竞争

和控制经济发展负面效应的竞争中获得的效用,下标-i表示与地方政府i相对的另一个

地方政府;λt 和ωt 分别表示地方政府面临的产出目标和非产出目标的权重,其大小由中

央政府内生设定,地方政府将其作为给定参数。
与最优拉姆齐问题类似,地方政府在进行决策时,还面临着一个经济均衡条件,具

体为

Et[fi(git
∞
t=0,ait)]=0 (14)

其中,fi(git
∞
t=0,ait)表示给定政策变量序列git

∞
t=0 以及经济基本面ait 的宏观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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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均衡系统(即给定政府决策变量的时间序列,所有个体进行最优决策,且经济满足市

场出清条件)和政府政策约束(如财政赤字目标、预算平衡)。上述约束体现了地方政府在

进行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政府政策和市场均衡之间联动关系;此外,地方政府在制定政

策时,还需要遵守地方的财政预算约束等其他政策限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微观个体异

质性和市场摩擦的存在,政府部门不同水平的政策强度可能对应不同类型的经济均衡,从
而使得宏观经济出现多重均衡特征和内生的经济波动;例如Dong

 

and
 

Xu(2020)的研究表

明,由于金融市场摩擦的存在,政府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可能使得宏观经济从信贷市场政策

运作的高效率均衡陷入信贷市场崩溃的低效率均衡。
基于上述最优化问题,我们可以将地方政府第t期最优的政策选择git 表示为如下

形式
 

git =g*
it(λk,ωk,aLk,aHk k=t,t+1,…,∞;St) (15)

在上式中,g*
it(·)为地方政府的最优投入函数,其映射关系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地方政

府的政策选择依赖于当期及未来所有时期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权重λt 和ωt,这一性质反

映了中央政府目标权重的引导作用。其次,由于地区间竞争,地方政府在进行政策选择时

会考虑本地区和存在竞争关系地区的经济基本面情况aLk 和aHk,以及地区和全国层面的

状态变量构成的向量St,具体包括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基础建设水平等,这体现了政府决

策的溢出效应。
在本节的拓展模型中,中央政府的决策问题同样体现了动态一般均衡的思想。中央

政府通过选择设定统一的目标权重λt 和ωt 来影响地方政府的最优决策。为刻画中央政

府考核目标的调整成本,本节在式(3)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φλI(Δλt≠0)和φωI(Δωt≠0)
这两个额外项,其中φλ 和φω 反映了对应目标权重的调整成本。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为

maxE0∑
∞

t=0
βt ∑

i∈{L,H}
τyit -γλλt -γωωt -φλI(Δλt ≠0)-φωI(Δωt ≠0)  (16)

其中,β∈(0,1)为贴现因子,其大小衡量了中央政府对未来收益的关注程度;β的取值可能

和地方政府的贴现因子ρ不同,以体现中央政府决策的前瞻性。yit 为地方政府进行最优

决策时(git 服从式(15))所对应的地区产出,其大小由一般均衡下的映射关系Ei 确定。
上述目标函数反映了中央政府如何在动态环境中选择最优的目标权重,促使各地区调整

政策选择,进而使得全国层面的目标函数达到最大化。
在动态环境下,中央政府决策时同样面临着底线约束,即对两个地区每期的经济发展

的负面附带效应dit 设定上限dmax,其具体形式如下

max
i∈{L,H}

{dit}≤dmax, t=0,1,…,∞ (17)

其中,dit 为每个地区在给定中央政府目标权重下,地方政府最优投入水平所对应的负面

附带效应。上述约束体现了中央政府考核机制的底线思维,旨在控制地区经济发展产生

的负外部性,确保整体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存在权重调整成

本,中央政府通常仅在底线约束收紧或经济基本面发生较大变化时才会调整目标权重,这
可能导致目标权重λt 和ωt 在动态演进过程中呈现出非连续特征。

 

上述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不同层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并在政策博弈或政策协调的框架

下推导最优决策,既为政府行为提供了微观基础,又能深入刻画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

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策略互动及其与经济均衡系统的联动关系。相较于现有文献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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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视为外生政策规则的做法,该框架能够清晰展现中央政府在多目标权衡与底线思维

下如何推动政策的动态演进,并系统探讨其所带来的一般均衡效应。

5 结论与展望

为理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本文提出构建一个具有内生政府行为的宏观

经济分析框架,其创新性在于刻画了多级政府结构下的央地策略互动与地方政府竞争机

制。本框架可以扩展至动态一般均衡的模型设定中,分析多级政府与市场均衡之间的动

态交互影响。本框架为探讨中国宏观经济中制度性因素与市场机制联动提供了严谨的分

析工具,有助于理解不同经济体制和不同发展阶段中多级政府主体的内生经济政策选择,
并为设计最优的政策和治理模式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场景为具有政府行为的宏观经济研究提供了天然的比较优势。现有研究对具有

中国特征的国家治理模式理论进行了充分讨论,这些讨论大多集中于中国式财政分权、财
政发包制和官员晋升锦标赛等,形成了较为明确和统一的共识性理论框架。另外,中国具

有丰富的转型经济改革背景与政策实践等经验事实,能够提供多元的宏观、区域数据集,
以及包含政府行为、官员特征、区域经济特征和各类政策文本的微观数据集。已有文献从

微观实证、转型经济和社会学等视角深入探讨了政府决策行为特征,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扎

实的实证基础。在定量层面,多学科交叉融合平台提供了包括宏观定量、计算经济、微观

实证在内的多种学科方法,为政府行为宏观定量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撑。上述理论、实证与方

法论的协同推进,使得中国经验成为研究内生政府决策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天然实验室。
未来的研究可结合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对本文理论进行多种拓展。例如,在

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可以进一步引入信息摩擦、数据资产等因素,考查数字经济特征及

数字要素对政府内生决策的影响,探讨政府如何选择新型政策工具并进行内生政策调整。
此外,结合工业化后期等发展阶段特征,引入地方政府多种政策工具选择,讨论不同政策

工具下政府和市场主体的互动,探索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内生转换和长期经济转型。这

些拓展方向不仅为解释中国制度变迁下的宏观经济特征事实提供理论依据,也能够为理

解中国特色宏观经济运行规律提供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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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a
 

macroeconomic
 

theory
 

for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requires
 

a
 

micro-
foundation

 

that
 

accounts
 

for
 

both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is
 

paper
 

proposes
 

a
 

macroeconomic
 

framework
 

featuring
 

endogenous
 

decision-making
 

by
 

multi-layered
 

governments,
 

with
 

central-local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nd
 

regional
 

competitions.
 

By
 

incorporat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bottom-line
 

constraint
 

and
 

loc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e
 

explore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driving
 

the
 

shift
 

in
 

top-down
 

evaluation
 

systems
 

from
 

single
 

target
 

to
 

multiple
 

targets
 

and
 

the
 

regional
 

spillover
 

effects
 

of
 

endogenous
 

target
 

transformation.
 

This
 

framework
 

captures
 

the
 

endogenous
 

selection
 

and
 

evolu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ir
 

transmission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participants.
 

The
 

paper
 

sheds
 

light
 

on
 

how
 

government
 

behaviors
 

shape
 

macroeconomic
 

dynamics.
 

We
 

apply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two
 

cases:
 

the
 

transi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form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We
 

also
 

discuss
 

potential
 

extensions,
 

including
 

incorporating
 

local
 

governments􀆳
 

explicit
 

constraints,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settings.
 

By
 

adopting
 

a
 

micro-founded
 

perspective
 

o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this
 

study
 

provides
 

a
 

rigorous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macroeconomic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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